
武将知州与 “以文驭武”

———以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为中心

何 玉 红

内容提要: 文臣知州是宋朝地方行政运行中的一般规则，在特殊战略形势下，南宋

兴州出现长时期武将知州的特例。武将知兴州直接导致南宋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军、政

合一体制的确立，这与宋朝节制武将和实行 “强干弱枝”的国策相违背。为此，南宋中

央做出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设立宣抚使、制置使等来节制武将的权力，以期恢复宋朝

“以文驭武”的祖宗家法。吴氏武将知兴州以及中央 “以文驭武”对策，是一个认识宋

朝国家政策地方化过程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的演变

轨迹。

关键词: 南宋 武将知州 以文驭武 兴州

文臣知州是宋朝地方行政运行中的一般规则。在南宋兴州地区，却出现了相反的

情况，即武将知州。南宋时期，兴州 ( 治今陕西略阳) 地处与金蒙对峙的前沿地带，

地理形势独特，战略地位突出，防御任务重要。特殊的战略形势下，在兴州出现长时

期吴氏武将知州的特例。武将知兴州，是宋朝文臣知州这一统一政策在兴州 “地方

化”过程中的特殊表现。武将知兴州直接导致南宋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军、政合一

体制的确立，这与宋朝节制武将和实行 “强干弱枝”的国策相违背。为此，南宋中

央做出积极的应对措施，通过设立宣抚使、制置使等来节制武将的权力，以期恢复宋

朝 “以文驭武”的祖宗家法。吴氏武将知兴州以及中央 “以文驭武”对策，是一个

认识宋朝国家政策地方化过程的绝佳个案，从中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地方之间权力互动

的演变轨迹。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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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成都，巴蜀书社，1995 年; 杨倩描: 《吴家将———吴玠吴璘吴挺吴曦合传》，保定，河北大学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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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武将知州: 兴州地域集团的形成

文臣知州是宋朝地方行政运行的重要特点。值得注意的是，在文臣知州的一般规
则下，宋朝在地方治理中往往根据形势的变化和不同区域的特殊情况，因时因地做出

适当的政策调整，即任命武臣出任知州。宋初知州中既有文臣也有武臣。① 边疆地
区、敏感地区的州郡守臣，朝廷多以武臣来镇守。北宋河北、河东、陕西、广西等地
的紧要州郡，武臣知州尤为突出。② 南宋川陕战区内与金人对峙前沿的州郡，同样属
武臣知州的地区。乾道五年 ( 1169 ) 三月十三日，枢密院建议武臣知州的州郡，属
于川陕战区内的有西和州 ( 治今甘肃西和) 、阶州 ( 治今甘肃武都) 、文州 ( 治今甘
肃文县) 、龙州 ( 治今四川江油) 。③ 同年三月十七日，诏成州 ( 治今甘肃成县) 、凤
州 ( 治今陕西凤县) 、兴州可文武通差。④ 淳熙元年 ( 1174 ) 三月五日，枢密院言:

利州路的文州、阶州、西和州专差武臣知州。⑤ 以下是吴曦之变前南宋兴州知州的
情况: ⑥

姓 名 起 始 时 间 终 止 时 间 共历时间

李师颜 建炎二年 ( 1128 ) 绍兴元年 ( 1131 ) 3 年

柴 斌 绍兴元年 ( 1131 ) 绍兴六年 ( 1136 ) 5 年

宋 宙 绍兴九年 ( 1139 ) 绍兴十二年 ( 1142 ) 3 年

吴 琦 绍兴十二年 ( 1142 ) 绍兴十三年 ( 1143 ) 1 年

吴 璘 绍兴十四年 ( 1144 ) 绍兴三十一年 ( 1161 ) 17 年

吴 挺 绍兴三十一年 ( 1161 ) 乾道二年 ( 1166 ) 5 年

吴 璘 乾道二年 ( 1166 ) 乾道三年 ( 1167 ) 1 年

章 略 乾道三年 ( 1167 ) 淳熙四年 ( 1177 ) 10 年

吴 挺 淳熙四年 ( 1177 ) 绍熙四年 ( 1193 ) 16 年

杨 辅 绍熙四年 ( 1193 )

杨虞仲 绍熙四年 ( 1193 )

李世广 绍熙四年 ( 1193 ) 绍熙五年 ( 1194 ) 1 年

张 诏 绍熙五年 ( 1194 ) 庆元六年 ( 1200 ) 6 年

郭 杲 庆元六年 ( 1200 ) 嘉泰元年 ( 1201 ) 1 年

王大节 嘉泰元年 ( 1201 )

吴 曦 嘉泰元年 ( 1201 ) 开禧三年 ( 1207 ) 6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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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统计看，自建炎二年 ( 1128 ) 至开禧三年 ( 1207 ) 80 年间，先后有 14 人
16 次知兴州，其中吴璘与吴挺曾两度知兴州。吴氏武将知兴州的时间，吴璘先后 18

年，吴挺先后 21 年，吴曦 6 年，一共 45 年，占这一时期的 56%，即在这一时期超过
一半的时间由吴氏武将知兴州。

我们还可以对上表作进一步分析。先看李师颜和柴斌。史载，绍兴元年 ( 1131 )

十二月辛未，川陕宣抚处置使张浚承制，“以閤门宣赞舍人知兴州同统领秦凤等路军
马李师颜知成州，閤门宣赞舍人利州路第三将柴斌知兴州”①。绍兴九年 ( 1139 ) 前，

吴玠一直统领川陕大军，而李师颜为 “同统领秦凤等路军马”，柴斌为 “利州路第三
将”。这即是说李师颜和柴斌是由吴玠军中低级武将出任兴州知州。史载，李师颜卸
任兴州知州后，继续在吴璘军中任 “行营右护军右都统制军马”②。

再看吴琦，史载，绍兴十二年 ( 1142 ) 八月壬申，“拱卫大夫果州团练使知陕州
吴琦为利州路兵马钤辖，知兴州，兼行营右护军选锋统制”③。吴琦为武臣知兴州，

同时兼任行营右护军选锋统制，而行营右护军的都统制正是吴璘。

上表中，章略事迹不详。从吴挺去世到吴曦任兴州知州八年时间内，先后由杨
辅、杨虞仲、李世广、张诏、郭杲、王大节出任兴州知州。这是南宋削弱吴氏武将在
兴州势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史载，吴挺去世，四川安抚制置使丘崈奏请，“别差兴州
守臣”，勿令吴曦奔丧，“檄利路提刑杨虞仲往摄兴州”，“朝廷命张诏代挺，以李仁
广副之，遂革世将之患”，其后郭杲继诏。④

总上分析，自建炎二年 ( 1128 ) 至开禧三年 ( 1207 ) 80 年间，除去章略 10 年，

宋宙 3 年，杨辅至王大节 8 年，吴氏武将知兴州和实际掌握兴州权力的时间达 59 年
之久，占这一时期的 75%。我们知道，宋朝规定知州任职时限是三年。⑤ 知州三年的
任期，“武臣依此”⑥。北宋直至南宋，知州任期三年是制度上的规定。⑦ 从上表可见，

吴璘、吴挺、吴曦实际知兴州的时间远超出这一时限。

事实上，吴氏武将集团家族成员出任川陕战区沿边州郡地方长官者大有人在，史

称 “蜀中劲兵，西路为最，州城守帅，多任武臣”⑧，武将知州在以兴州为中心的地
区普遍存在。试举几例加以说明。吴玠之子吴拱曾知成州，史载，绍兴二十五年
( 1155 ) 十一月丁巳，“荣州刺史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都钤辖御前后部同统制军马吴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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兼知成州”①。绍兴二十九年 ( 1159 ) 闰六月丁丑，“潭州观察使枢密副都承旨吴拱为
利州西路驻扎御前中军都统制，充阶成西和凤州路兵马都钤辖，兼知成州”②。吴拱
知成州时同时掌管军事事务，担任阶成西和凤州兵马都钤辖、利州西路驻扎御前中军
都统制。吴璘之子吴援乾道元年 ( 1165 ) 知利州 ( 治今四川广元) ③。吴璘之子吴掖，

绍兴三十年 ( 1160 ) 知成州，史载 “左武大夫兴州驻扎御前中军统制吴掖知成州”④。

吴掖知成州与吴拱相似，同样掌管军事事务，担任兴州驻扎御前中军统制。

至于吴氏武将集团属下将领担任知州更是常事。杨从仪，凤翔天兴人，从建炎初
年起，随从吴玠、吴璘屡败金兵，被委以重任，先后为队将、部将、权选锋统领、副
将等。与此同时，还出任地方政府首脑。绍兴五年 ( 1135 ) 知洋州 ( 治今陕西洋
县) ，兼管内安抚司公事; 绍兴十二年 ( 1142 ) 知凤州，“镇守其地垂二十年”; 隆兴
元年 ( 1163 ) 知龙州; 隆兴二年 ( 1164 ) 改知文州; 乾道元年 ( 1165 ) 又知洋州，

兼管内安抚使节制军马。⑤ 乾道六年 ( 1170 ) 十月九日，四川宣抚使司上奏提到:
“契勘关外阶、成、西和、凤州知州，从来宣抚使司于统兵官内踏逐奏差。”⑥ 这表
明，关外诸州的知州均来自军中将领。淳熙三年 ( 1176 ) 三月二日，中央诏 “都统
制吴挺选习兵官一员，兼知文州”⑦。此次任命文州知州，由都统制吴挺选拔其军队
之兵官兼任。文州知州的来源与任命始终处在吴挺的控制之下。

由吴氏武将直接任命地方官员，在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多有所见。上述吴挺选拔
兵官知文州就是一例。再看几例。绍兴八年 ( 1138 ) 八月，“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以护
国军承宣使知利州权节制利州屯驻诸将军马田晟知兴元府”⑧。绍兴二十二年 ( 1152 )

八月辛巳，王彦知阶州，依旧节制绵、剑州屯驻军马，“以都统制吴璘荐举”⑨。绍兴
三十一年 ( 1161 ) 九月，兰州汉军千户王宏来归，吴璘 “承制授宏武功大夫，知兰
州，统领熙河军马”瑏瑠。同月，金人所命知洮州阿尔嘉来归，吴璘 “命同知洮州”瑏瑡。

时至吴曦时，情况更为严重，“分遣偏禆，以守州郡之要剧者”瑏瑢。吴氏武将任命地方
官员普遍存在，时人称在川陕战区已经出现 “监司、帅守莫非其人”瑏瑣 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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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我们分析了吴曦之变前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武将知州的大致情况。接下来讨

论武将知州在兴州地域集团形成中的重要意义。

众所周知，南宋中前期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出现了一个地域性武将势力集团。以

往学界在论及这一问题时，多强调吴氏武将集团在军事方面的权力与影响力。诚然，

强大的军事力量是一个地域集团形成的重要条件。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一个强大地域

势力集团的形成，其权力与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军事范围，还应深入到这一地区的行

政领域，从而使其成为地方行政事务的直接控制者，惟其如此，地域势力集团才能在

当地拥有绝对性的权威与影响力。武将知兴州正体现出吴氏武将集团对地方行政事务

的全面掌控。

宋朝知州的职责范围很大，主要包括: 兼领一州兵政，主持所辖区域的治安防

务; 总领一州民政，负责州内政令的贯彻执行及风俗治理、赈灾救济等; “劝农桑”，

“理财赋”，“实户口”，统领一州财赋事务; “平狱讼”，雪冤狱，主持州级司法政务;

对一州属官有监察保举职责。① 显然，作为地方政府首脑，宋代知州几乎总辖一州所

有政务，其职能涉及一州的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监察等诸方面，是名副其实的

父母官。不管是文臣知州还是武臣知州，其职责范围均是如此。吴氏武将知兴州，作

为兴州地方政府首脑，其职责同样包括上述军政、民政、财政、司法、监察等诸方

面，全权负责兴州所有地方事务。这是吴氏武将作为知州应有的职责，也反映出其权

力范围之大。

武将掌管军中事务是其固有职责。武将知州出任地方政府首脑，这意味着武将同

时又是当地行政事务的直接参与者和控制者。吴氏武将世代为统领兴州驻军的都统

制，同时又世代知兴州。都统司为军事机构，与地方政府属于各自独立的两套权力机

构。由都统制知兴州，即掌管军事的都统司与掌管行政事务的地方政府合二为一，以

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军事权与行政权合为一体。吴氏武将势力集团所以拥有强大的势

力，通过知兴州将军事权与地方行政权集于一身这一因素极为关键。换言之，吴氏武

将既是 “军府”长官，又是 “政府”首脑，吴氏武将的这一双重身份，意味着兴州

军、政合一行政体制的建立。从以上诸多事例看，吴氏武将世代知兴州，再由他们荐

举和任命军中属下将领出任其他州郡知州，其结果就是军、政合一地方行政体制在以

兴州为中心的地区普遍存在，成为这一地区地方行政运行的常态。进而言之，武将知

兴州的重要意义还在于，使武将由军队首领变为地方行政长官的同时，吴氏武将集军

事与政治权力于一体，由单纯的军事性集团变为一个地方政治性势力集团。至此，吴

氏武将的影响力就不再局限于军事领域，而是扩大到以兴州为中心地区的行政领域;

吴氏势力集团不再只是一支强大的军队和军事力量的问题，而变成一个强有力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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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苗书梅: 《宋代知州及其职能》。



性政治势力。武将知兴州完成了吴氏武将从军事集团向政治性势力集团的转变。

自绍兴十四年 ( 1144 ) 起，南宋将利州路分为东西两路，之后分合十余次，① 当
分为两路时，兴州为利州西路治所，统辖阶、成、西和、凤、文、龙、兴七州。吴曦
之变前利州西路安抚使的情况如下: ②

姓 名 起 始 时 间 终 止 时 间 共历时间

吴 璘 绍兴十四年 ( 1144 ) 乾道三年 ( 1167 ) 23 年

吴 挺 淳熙四年 ( 1177 ) 绍熙四年 ( 1193 ) 16 年

张 诏 绍熙五年 ( 1194 ) 庆元六年 ( 1200 ) 6 年

郭 杲 庆元六年 ( 1200 ) 嘉泰元年 ( 1201 ) 1 年

吴 曦 嘉泰元年 ( 1201 ) 开禧三年 ( 1207 ) 6 年

分析上表，从绍兴十四年 ( 1144 ) 至开禧三年 ( 1207 ) 63 年间，吴璘、吴挺、

吴曦三人任利州西路安抚使的时间达 45 年，占这一时期 70%以上。安抚使制度是宋
朝一项重要的政治制度，安抚使例以一路首州知州兼任， “掌一路兵民之事”，在宋
代地方行政运行中发挥着重要作用。③ 兴州是兴州都统司的根据地，又是利州西路的
治所。吴氏武将世代为兴州都统制，统领御前诸军，在时人看来， “吴氏世袭兵柄，

号为 ‘吴家军’，不知有朝廷”④。吴氏武将世代知兴州，掌管兴州一州地方事务，形
成强大的地方势力集团，时人称: “武兴，则 ( 吴) 曦之窟穴也……徒以积威之余，

知有吴氏”⑤。吴氏武将又长期为利州西路安抚使，行利州西路一路兵民之权，所谓
“西边自中兴以来，权归吴氏”⑥。从权力格局来看，南宋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诸项
权力均处在吴氏武将统辖之下。吴氏武将在军队中形成强大势力，在当地也有深远影
响，“一方之人，皆习熟其姓字; 吴氏子孙，亦自视关外诸军若其家旧物”⑦。这即是
说，以吴氏武将为代表的兴州地域集团实际上实现了对以兴州为中心地区的军、政事
务的全面掌控。史称 “吴氏世领兴州，积威难制”⑧。吴氏武将 “积威难制”之势的
形成，与其在兴州数十年的经营密切相关; “世领兴州”正是这一地域势力集团形成
的关键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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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怙势与尊上: 武将知兴州与宋朝治国之策的矛盾

宋朝中央集权体制下，在政治运行与地方治理中实行文臣知州的一般规则。在此
背景下，边境地区由武臣知州，确是出自特殊区域和特殊形势下地方行政运行的需

要。武臣知州表明宋朝国家统一政策在地方执行过程中，因时因地制宜作出适当的政
策改变，以适应实际统治的需要，所谓国家制度地方化过程中的变异。兴州地当秦蜀
要冲，形势险要，是南宋上游的一个军事重镇， “进可以瞰秦陇，退可以蔽梁益”①;
“外系关中之望，内安全蜀之心”②。兴州地处南宋王朝疆域的边地，乃直接与金蒙对
峙的前沿地带，与其他内地州郡相比，在其地方政治职能中，御边的军事功能尤为突

出。吴氏武将知兴州，无疑是特殊地域与特殊形势的需要，其目的在于发挥武将抗敌
御边的作用，增强兴州军事防御功能。

武臣知州，固然能起到固边御敌的作用，但社会治理却有其不足，所谓 “武人
治郡，不屑细务”③。从南宋兴州等地的实际情形来看，时人对武将知州在社会治理
中的作为多有指责。史载，南宋关外营田 “半为吴、郭、田诸家所据，租入甚轻，

计司知之而不敢问”④。武将扰民滋事等，直接影响民生，“军民杂处，侵渔百端”⑤。

武将知州，疏于民事，弊端丛生，“大将知府，往往文法阔略，官吏自恣……民益困
敝”⑥。武将知州，权力坐大，也会影响军队建设，“关外诸军多为诸将私役者，其间
军士有因食贫而为手技者”⑦、 “多刻剥军士”⑧。如此统军治民，何谈整饬武备，关
注民生。

武将知州之弊除不利社会治理外，还有更为严重者。宋朝建立初，时人就指出，
“五代以来，牧守多武人，率意用刑”⑨。宋太祖曾对选用地方守臣说到，“五代方镇
残虐，民受其祸，朕令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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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①。太宗时，地方治理中 “牧守多勋旧武臣，倨贵陵下”②。显然，自宋朝建立伊
始，对武臣知州之弊就有清醒的认识。其中统治者尤为关注的一点，就是武臣知州导
致地方势力坐大难制。

时至南宋，统治者对武臣知州依然顾虑重重。高宗曾言，“武人作郡，往往不晓
民事，又恐恣横”③。武臣知州，在发挥御边军事职能的同时，高宗担心其 “不晓民
事”，不利于社会治理与民生经营。再进一步，“又恐恣横”却是统治者最为担忧的，

这直接关乎政权安危。上文提到吴氏武将知兴州私役将士、“刻剥军士”等，其弊端
看来还不仅仅在于影响整饬武备。武将知州私役将士，任用亲信，形成盘根错节之
势，无疑在当地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集团。虞允文在川陕战区所见正是如此: “诸大
将子弟、亲戚，错处于军中”，以致 “上下相习，以为当然，牢不可破”④。从吴氏武
将知兴州形成强大地域势力集团以及吴曦叛变的结果看，最高统治者担心武臣知州出

现地方 “方镇残虐”、“恣横”，不是没有道理的。

对吴氏武将知兴州以及兴州地域集团的形成，南宋朝野高度重视。纵观朝臣对武
将知兴州和兴州地域集团的认识，其核心是中央对兴州地域集团形成、壮大带来地方
权力增大的担忧。究其原因，一是兴州武将势力集团的崛起不符宋朝节制武将的政
策，二是兴州地方势力强大有悖于宋朝 “强干弱枝”之策。

先看兴州武将的崛起与宋朝节制武将政策之间的矛盾。从宋朝对武将的统治策略
看，“祖宗之制，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⑤。吴氏武将在兴州的情况恰恰是集诸
权于一身，“专制一道”。从武将任期看，“任将固不可不稍久，然亦不可以太久，任
之太久，则跋扈尾大之祸有难救者”⑥。而吴氏武将却世掌兴州兵权。吴氏武将知兴
州，与宋朝一般统治国策处处不符，引起朝臣的担忧即在情理之中。

南宋初年，诸将握重兵，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在某将则曰某将兵，不复知有天
子。”⑦ 兴州也不例外，“吴家军”⑧ 就是时人对兴州军队的称呼。各地驻军长期屯驻
一地，武将权威日盛:

天下远者命令不通，迩者横溃莫制，国家无明具之威，以驱使强悍，而诸将

自夸豪雄，刘光世、张俊、吴玠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⑨

早在吴玠统兵时期，朝臣就已经指出其权力不断增大，中央在地方的影响力步步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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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如胡宏指出，“君者，兵之司命也”，但兴州等地的情况却大相径庭:

今主上以关蜀付之大将四年矣，未尝出一人一骑以增禁旅，未尝输尺帛斗粟

以益军资，监司、帅守莫非其人，朝廷徒得空文往来而已。

中央号令难以在地方得到有效贯彻，这意味着中央权威在兴州逐步淡化，武将地位日

益突出，可能出现地方独立于中央权力之外的后果， “远则四方之兵知有大将而已，

不知有主上也; 近则诸将之兵知有大将而已，不知有主上也，上之威令不行矣”①。

吴玠去世，吴璘代之而起，武将权力增大的趋势进一步延伸。因此，当拥有重兵
的吴璘重病时，为朝廷提供了在兴州恢复中央权威的绝佳机会，故朝臣警示曰: “吴
氏以功握蜀兵三十年，宜有以新民观听，毋使尾大不掉”②。吴氏武将在发挥抗金固
边作用的同时，形成强大的势力集团，掌控了地方军事与行政大权，在当地的影响力

日渐加强，以致于游离于中央权力之外，所谓 “吴氏当中兴危难之时，能百战以保
蜀，传之四世，恩威益张，根本益固，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③。宋朝节制武
将的国策在兴州并未得到实际执行，“蜀人知有吴氏而不知有朝廷”一语，将吴氏武
将势力膨胀的局面一语道破。

吴挺知兴州与接掌兴州兵权，兴州武将集团势力再次强化。吴挺去世，中央没有
及时作出处理兴州权力的决定，在朝臣看来，此乃万分危机:

以挺之威望，敌国之所窥觎，则择代不可以不谨; 以挺之恩信，士卒之所怀

感，则恤终不可以不至; 以挺之事权，海内偏重，则一旦而收之，又不可以不深

加思虑也。方今急务，未有过此。④

朝臣认为吴挺权重，其影响力剧增，必须及早节制，如若处置失当，将 “变起萧墙，

祸生肘腋”⑤。吴挺死后，朝臣担忧 “吴氏世握蜀兵，有识寒心。今徒虑其骤易生变，

然天下无衅，决不敢动，若更承袭，将为后患”⑥。还有朝臣称: “吴氏世有威名，军
情所附，挺没既久，恤典不加，能不怏怏”⑦，如处置不当，后果不堪设想。

开禧北伐前，吴曦出任兴州知州、兴州都统制、四川宣抚副使，在时人看来，这
有违祖宗家法: “今敌未动，而轻变祖宗旧制，命武臣帅边以自遗患。晋叛将、唐藩
镇之祸基于此矣”⑧。此处 “祖宗旧制”即宋朝不以武将出任一方大员这一点，吴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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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兴州知州，又任都统制统领军队，又担任宣抚副使之职，集地方军政大权于一

身，势力急剧膨胀。在时人眼中，吴曦叛变就是武将势力膨胀的结果，所谓 “自吴

氏世袭以来，握兵者志在于怙势，不在于尊上”①。吴氏武将世代知兴州，世袭统领

兴州军队，地方武将势力崛起，表现为武将 “怙势”与 “不尊上”，致使中央权威削

弱，发生叛变。

再看兴州地方权力强大与宋朝 “强干弱枝”国策之间的矛盾。学者常用 “内

外”、“干枝”等形容中央与地方间的关系。中央与地方权力平衡才能达到长治久安，

用南宋人的话来说，“内重则为内忧，外重则为外患，必使内外相制，轻重相权，则

天下之势均矣”②。就宋朝三百多年的历史看， “重内轻外”、“强干弱枝”是处理中

央与地方关系的基本国策，“自朝廷以至郡县，其尊贱之势殊矣。然而上下相维，表

里相济，如网在纲，如臂使指”③，地方权力最终归于中央。而吴氏武将知兴州，在

兴州出现军事权、行政权合一的权力中心，使宋朝削弱地方权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国

策受到严重的挑战。这一背离治国之策的现象，成为南宋朝廷一大心腹之患。

兴州地域集团的形成，引起中央与地方权力分配上的失衡。对此，胡宏比喻曰:

“一胫之大几如腰，一指之大几如股。”④ 还有人称: “今剑外之兵，何啻如贾谊所谓
‘股大于腰，又苦盭’。”⑤ 显然，兴州地方权力之膨胀已引起时人的高度重视。绍

熙年间，监察御史黄度对此极为担忧:

国家徒倚世将扞虏，而不为蜀虑，叛臣岁举缗钱四千余万，遡流而运，名曰

馈边，实富吴氏，民力尽矣。成都非用武国，本赖梓潼，号东西川，剑阁天险，

汉中兴势，蔽遮于外，昔人守蜀之常也，今内无一兵，若吴氏南指，两川岂朝

廷有。⑥

由于兴州地方势力和军事力量强大，一旦兴州驻军发生动摇，内地将束手无策，难以

应对。

吴氏武将集团的影响力还不仅仅限于军队内，而且深入至当地民众之中。时人王

质认为，吴氏武将、军队与地方民众结合，形成强大的地方势力集团: “兄弟之相

承，支党之相联，吏之奉承其风旨，民之习熟其名字也”。若听任其势力继续发展，

“遂有不可拔之势”，乃至 “实祸将生”。对武将、军队、民众合一之势，王质建议蠲

赋税，减力役，争取民心， “夫如是，则将帅能有兵而不能有民。有兵而不能有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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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可以为患，而不可为大患”①。王质的兵民分离之策，正是针对兴州兵民合一现状

而言，再次证明兴州势力集团在地方强大的影响力。

袁说友也有 “蜀将当虑其变”之说，其原因同样是担忧兴州武将、军队以及地

方民众结为一体，所谓 “彼其父子之相维，兄弟之相承，结之以士卒，而联之以友

党，吏之奉承旨意，民之习熟名字”。对此，袁氏的建议也是体恤民众，减赋宽役，

如此 “则专制之臣，必将诱之以乱而不从，胁之以威而不服”②。对袁说友之言，后

人评价曰: “说友殁后，卒有开禧吴曦之变，若先事而预睹之，其识虑亦不可及”③。

笔者以为，与其说袁说友事前能 “预睹”到吴曦叛变，不如说他从中央与地方关系

中总结出地方权力强大，必然导致其对中央的离心力增强这一趋势来。

此类有关吴曦叛变的 “预言”，史书多有记载。不可否认史家的记载多事后 “杜

撰”，但时人的 “预言”并非空穴来风。从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看，兴州地域集团形

成后，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对中央的向心力减弱，独立性增强。对这一趋势的洞察，

是此类 “预言”产生的根本原因，也是其中合理之因素。如南宋任命吴曦为兴州都

统制时，“识者多言曦不可，主西师必叛”④。“识者”预言吴曦 “必叛”虽属夸大，

但若吴曦主掌兴州兵权，将会引起兴州地域集团权力的膨胀，导致地方离心力的增强

却是事实。

再举两例。史载，赵汝愚为相，“欲以吴曦为文臣帅，问之故，则曰: ‘武帅他

日又嗣掌蜀兵，非国之利’”⑤。赵汝愚建议以吴曦为文官，同样是为了防止吴氏再掌

兴州兵权，以防地方独立性进一步增大。李蘩校成都漕试时，“念吴氏世袭兵柄必稔

蜀乱”，同样基于中央与地方权力失衡关系得出: “久假人以兵柄，未有不为患者。

以武、宣之明，不能销大臣握兵之祸; 以宪、武之烈，不能收藩镇握兵之权。危刘

氏、歼唐室，鲜不由此”⑥。南宋杨简总结吴曦叛变的原因，认为地方权力过于强大，

“以所由致节节祻变者，为夫不循古制也”⑦。杨简所谓 “古制”，正是指宋朝在处理

中央与地方关系时 “强干弱枝”的国策。

总上，吴氏武将知兴州和兴州地域集团的形成壮大，既与宋朝节制武将的国策背

离，又同宋朝处理中央与地方关系的 “强干弱枝”之策不符。这表明宋朝的治国之

策并未在兴州得到执行，南宋统治武将与治理地方的政策规定，同政策在兴州实际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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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之间出现脱节。不管是朝廷与武将之间，还是中央与地方之间，矛盾的焦点就是如
何分配权力。金人同样发现南宋在兴州治理中的矛盾。金人看到 “吴玠、吴璘俱为
宋大将，兄弟父子相继守西土，得梁、益间士众心”，形成强大地方势力，这必然为
南宋中央集权的国策所不容，故金人以此诱导吴曦叛变。这从金朝赐吴曦的诏令中表
露得淋漓尽致: “威略震主者身危，功盖天下者不赏，自古如此，非止于今。卿家专
制蜀汉，积有岁年，猜嫌既萌，进退维谷，代之而不受，召之而不赴，君臣之义已同

路人，譬之破桐之叶不可以复合，骑虎之势不可以中下矣。”① 南宋王翥对兴州地域
集团兴起到吴曦叛变的历程感叹道: “威福何偏重，精神恐不平。庶几蒙世立，凡百
慎持盈。”② 王翥敏锐洞察到在兴州地域集团荣辱升沉的背后中央与地方权力互动关
系所起的巨大作用。兴州地域集团为南宋朝臣所关注，其势力发展为朝廷所忧虑，进
而受到中央的种种制约，无不受这一关系的支配。

三 以文驭武: 南宋对兴州地域集团的节制

“重文轻武”是宋朝历史上突出的政治现象，“以文驭武”是宋朝政治运行中的
一个重要特点。③ “祖宗之制，不以武人为大帅，专制一道，必以文臣为经略，以总
制之。”④ 南宋林駉总结宋朝对武将的节制曰: “为命为威，将之所系为甚重，严霜时
雨，将之喜怒为不常，自非神武秘略，有帅以总其权而制其命，宁保其无陆梁之患

哉?”⑤ 南宋吴氏武将知兴州以及兴州地域集团的形成，突出表现为武将势力的强大，

将这一势力集团控制在中央之手，恢复和保持 “以文驭武”之国策，是南宋中央采
取的重要措施。这一措施突出表现在南宋通过设置四川宣抚使、制置使对兴州武将的
制约中。自张浚担任川陕宣抚处置使之后，南宋始终设置统领川陕四路的宣抚使、制
置使。⑥ 四川宣抚使、制置使职高权重，统掌四路兵民之事， “备关营，屯诸军，凡
十余万皆其统御”⑦。对此，时人还称: “三军之司命，生灵之寿脉，皆系一帅。”⑧

面对吴氏武将势力集团的崛起，南宋朝廷赋予宣抚使、制置使节制武将的权力，以此
达到削弱兴州武将力量和加强中央集权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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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浚为川陕宣抚处置使时，吴玠锋芒初露，获得张浚的重用。① 张浚罢免后，如
何有效的节制吴玠，是中央处理兴州军政事务的关键。从张浚罢免到吴玠去世，朝廷
先后任王似、卢法原等为宣抚副使、宣抚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节制和分化吴玠
权力的作用。

张浚招归前，南宋以知兴元府王似为川陕等路宣抚处置副使②，即有节制吴玠之

目的，所谓 “以 ( 王) 似加其上”③ 就是此意。张浚罢宣抚处置使，中央又任命知夔
州卢法原为川陕宣抚处置副使。④ 对三人的关系，史称 “自张浚召还，而川陕宣抚处
置副使王似、卢法原，人望素轻，颇不为都统制吴玠所惮”。对此，高宗赐三人
玺书:

羊祜虽居大府，必任王濬，以专征伐之图; 李愬虽立殊勋，必礼裴度，以正

尊卑之分。传闻敌境，尚列兵屯，宜益务于和衷，用力除于外患。⑤

高宗以晋朝王濬节制羊祜，唐时李愬礼待裴度的典故晓谕三人，强调武将与宣抚

使之间要做到 “正尊卑之分”，“宜益务于和衷”。高宗的晓谕之词，将 “以文驭武”

统治策略表露无疑。时有朝臣上奏节制武将之策: “关、陕今虽二宣抚，其体尚轻，

非遣大臣不可，吕颐浩气节高亮，李纲识量宏远，威名素著，愿择其一而用之，必有

以报陛下。”⑥ 实际上，吕颐浩、李纲并未出使，但朝臣这一建议背后，确反映出以
文臣节制吴玠的真实用意。

绍兴四年 ( 1134 ) 三月丙子，中央再次对川陕战区的权力结构作出调整，王似
升任宣抚使，卢法原依旧为副使，吴玠也被委以川陕宣抚副使， “免签书本司公事，

专一措置沿边诸处战守”⑦。可见，吴玠虽升至宣抚副使，但其权力仅限于军事范围
之内，在制度设计上显示出约束武将的意图。同年八月，宣抚使王似改任知成都府，
“以赵鼎出使故”⑧。

赵鼎出使川陕同样出于节制吴玠的目的。赵鼎出使，其所任官职曾经一度变更。
“初张浚既召归，言者数上章，谓若无大帅，必失两蜀。”高宗也认为: “西帅难其
人，欲以赵鼎为之，如张浚故事。”故任命赵鼎为川陕宣抚处置使。对这一任命，赵
鼎并不满意，指出中央决策之误: “今川、陕兵柄，皆属吴玠，大帅无它能，制玠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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矣，若官与之同，岂能制乎”? 因此，赵鼎请求 “须得一使名在宣抚上者乃可”①。持
同样看法者不乏其人，有朝臣上言: “鼎使名与王似、卢法原、吴玠相似，请易一使
名”。史载，高宗对赵鼎与朝臣之言大加赞赏，改赵鼎为 “都督川、陕、荆、襄诸军
事”②。同年九月，赵鼎委任他职出使未成，但其酝酿过程中体现出的 “以文驭武”

之用意值得仔细玩味。

王似改任，卢法原与吴玠同为宣抚副使，川陕战区的权力格局发生变化。史载
“法原素与玠不睦”③，“吴玠言，法原以憾不济师，不馈粮，不给钱币，不应副器械，

功成又不铨量获功将士。上以手诏诘法原，法原辨数甚悉，上不以为是，法原又上
疏，开具自到任后来应副玠军马等事，且言: ‘人微望轻，无以塞责’”。最后卢法原
死于任上。④ 卢法原所言 “人微望轻，无以塞责”，看来其对吴玠的制约作用有限。

王似改任，赵鼎出使未成，卢法原死于任上，川陕战区只剩吴玠为宣抚副使。绍
兴五年 ( 1135 ) 三月，中央任命邵溥权宣抚副使，并明确吴玠与邵溥二人的权力分
工，“邵溥权管宣抚司常行细务，至于军旅调发之事，疆陲控制之方，此乃国家大
计，朕既委卿 ( 指吴玠—引者) 独当一面，卿其以身任之”⑤。从实际情况看，“自是
战守事玠始专行，溥盖不得预”⑥。绍兴六年 ( 1136 ) 正月，邵溥招赴行在，中央令
吴玠 “专治兵事，军马听玠分拨”，其权力只限于军事。总结这一时期宣抚使的表
现，“张浚既召去，王似、卢法原以宣副代之，溥又代之，数人者，务私相胜，军政
民政，弛紊不可具言”⑦。可见，中央虽屡派宣抚使节制吴玠，但效果不太显著。

但中央并未因此不再依赖宣抚使，而是改变其称号，以此更好的发挥节制吴玠的

作用。绍兴五年 ( 1135 ) 十月，南宋任命席益为成都潼川府夔州利州路安抚制置大
使，“诏以益前执政，序位在宣抚副使之上，逐州兵马并隶大使司，如边防紧切大
事，即命宣抚司处置，其调发隶都督府”⑧。从权力格局看，“川陕宣抚副使吴玠专治
兵，应选举差注民事，皆隶制置司”⑨。制置大使席益序位在宣抚副使吴玠之上，吴
玠只掌军事。显然，席益出任制置大使的目的在于节制吴玠以分其权。

绍兴八年 ( 1138 ) 正月，席益以母忧去官，中央随即任命尚书兵部侍郎兼直学
士院兼侍讲胡世将为四川制置使。史载: “异时宣抚副使皆文臣，而玠起行伍，不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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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为大帅，故不肯相下，诚意不通，及是世将开怀与语，玠欢甚。”① 绍兴九年
( 1139 ) ，吴玠去世，南宋中央命胡世将 “兼权主管四川宣抚使司职事”②，川陕战区
最高权力回到制置使之手。

以上是吴玠主军期间宣抚使、制置使对其制约的情况。再看吴璘统兵时的情形。

吴玠去世，四川制置使胡世将兼权宣抚司职事。绍兴九年 ( 1139 ) 九月改为川陕宣
抚副使，置司河池，诸路并听节制，诏令 “或有警急，其调发军马，措置钱粮，应
干军事，待报不及，并许胡世将随宜措置”③。胡世将任宣抚副使期间之作为也为时
人所称道，史载，胡世将曾晓谕吴璘、杨政等诸将曰: 五代之时，武将握兵外阃，跋
扈难制，“故自国家受命，将无专征，必以文臣临之，鉴五代之弊。今朝廷不以世将
为疏缪，使宣抚诸将，盖世将习知国朝故事”。胡世将所言 “将无专征，必以文臣临
之”，其实质就是 “以文驭武”，这是胡世将出任宣抚副使的根本原因。从实际效果
看，胡世将任职期间，“诸将皆心服，自璘以下皆拜谢”④，起到了节制武将之目的。

绍兴十二年 ( 1142 ) 三月，胡世将卒于仙人关。为防止吴璘等武将掌权，胡世
将在去世前果断任命川陕宣谕使郑刚中主管宣抚司职事，“刚中下令，凡宣抚司细务
令佥厅自行，惟事干军政者取决”⑤。绍兴十二年 ( 1142 ) 五月，中央正式任命郑刚
中为川陕宣抚副使。绍兴十四年 ( 1144 ) 三月，改为四川宣抚副使。郑刚中担任宣
抚副使后，“节制诸将，极为尊严”。时吴璘虽升至少保，但郑刚中依然坚持 “阶墀
之仪”，致使吴璘等武将 “皇恐听命”⑥。绍兴十一年 ( 1141 ) 和议成，岳飞等三大
将罢兵权，就川陕战区而言，独特的战略地位又不能完全解除武将兵权，在郑刚中为

宣抚副使期间，武将 “听命”，解除了朝廷的一大忧患。⑦

绍兴二十八年 ( 1158 ) 九月，南宋任命王刚中为四川制置使。王刚中为制置使
时，中央令其措置关外营田，“然关外营田，多为诸大将所擅，后不果行”⑧，遭到武
将抵制。绍兴三十一年 ( 1161 ) 完颜亮率金兵入侵，吴璘被任命为四川宣抚使，成
为战区最高行政与军事长官。尽管战争迫在眉睫，南宋并未放弃以文驭武的方针，即
命王刚中 “同措置应干事务”⑨。同年七月癸巳诏: “四川财赋，自合总领所专一应办
外，如遇警急调发，申奏朝廷不及，其军中赏罚，令宣抚制置司先次随宜措置施行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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奏。”同时中央批准了王刚中的请求，即 “三都统下统制将佐升差，及应干报应文
字，并系制置司行遣，今乞令吴璘同共签书”①。尽管吴璘升至宣抚使，但制置使王
刚中拥有与吴璘同样的权力。从实际情况来看，王刚中不负众望。史称 “时吴璘累
官阀至大帅，其下姚仲、王彦等亦建节雄一方。守帅以文治则玩于柔，而号令不行;

以武竞则窒于暴，而下情不通”。但王刚中上任后， “检身以法，示人以礼，不立崖
堑，驭吏恩威并行，羽檄纷沓，从容裁决，皆中机会”②。王刚中以身作则，恩威兼
施，起到了节制吴璘等作用。

王刚中的继任者为沈介。史载，“沈介为四川安抚、制置使，与璘议不协”③。中
央 《赐四川制置使沈介诫谕诏》也透露出一些信息，诏书诫谕沈介要 “多训吴璘兄
弟”，强调 “本朝设制置使冀协和以济事”的重要性，但从实际情形看， “比来进取
议论，乃有不与闻者”④，显然，沈介与吴璘二人关系不和。当然，这从另一面反映
出沈介对吴璘的制约。

沈介的接任者汪应辰，在节制吴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李流谦 《与汪制置札子》

中将汪应辰与吴璘的职权范围与相互关系表述如下: 宋金和好，当稍撤边屯，移之近

地就粮，“然此事可否在主帅，而欲主帅听从在台坐，傥蒙台坐轸纳沟之念，俯为蜀
百万生齿，不惜一纸于吴公，事必济矣”⑤。看来， “主帅”吴璘是否听令，取决于
“台坐”汪应辰。史载，汪应辰为四川制置使之初，晓谕吴璘， “令以抚谕诏申严号
令”，下令徙沿边戍兵就粮内郡，纵保胜义士复业。中央曾令吴璘措置水路运马，
“执政、大将皆主其说，应辰与夔帅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止”⑥。显然，吴璘措
置水路运马不仅仅是运马方式的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吴璘权力的进一步膨胀，此事终

因汪应辰等反对而告罢。

汪应辰在吴璘病重以及去世后川陕权力变更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乾道二年
( 1166 ) 十一月乙卯，中央 “密诏四川制置使汪应辰，如吴璘不起，收其宣抚使牌
印，权行主管职事”⑦。乾道三年 ( 1167 ) 五月甲寅，吴璘去世。同月庚申，中央
“命四川制置使汪应辰主管宣抚司事”。六月已巳，命汪应辰权节制利州路屯驻御前
军马。⑧ 对中央密诏王应辰之举，时人予以高度评价， “昔吴璘属疾，孝宗尝密诏汪
应辰权宣抚司事，既而璘果死，应辰即日领印，军情遂安”⑨。后孝宗因担心 “汪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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辰恐不习军事”，又任命虞允文为四川宣抚使，军中事宜 “一一亲临之”①。不难看

出，从汪应辰主管宣抚司事到任命虞允文为宣抚使，一系列的人事安排，旨在恢复

“以文驭武”的权力格局。

史载，虞允文为宣抚使时， “军政久蠹，民力愈凋”，虞允文认为 “弊之攸兴，

兴于大将之贪与私也”。于是削夺武将权力， “进退偏禆二百余人，大将得人，后进

获伸，诸军欢呼，四蜀交贺”②，反映出其对武将的有效节制。

虞允文的接任者为王炎。史载，王炎为四川宣抚使， “都统制初参谒，拜副阶

上，典谒吏赞，相公答拜。次统制官拜庭下，亦如之。次立椅子前，受统领官拜。正

将以下，乃坐受焉”③，武将严格遵行阶级之利。

我们再看吴挺主军时的情形。史载，赵汝愚为四川制置使时，吴挺等武将 “不

敢以常帅待之”④，对其敬畏有加。而吴挺统兵期间，另一制置使胡元质表现不佳。

淳熙四年 ( 1177 ) 二月，胡元质任四川制置使。⑤ 淳熙七年 ( 1180 ) 胡元质因 “不备

蕃部”而罢官。⑥ 究其原因，却与吴挺有关。史载: 淳熙之时黎边有警，制置使胡元

质调剑、阆、利州大军三千援助。兴州都统制吴挺大怒， “密劾制司调兵非计”，结

果胡元质 “竟罢制置使”。显然，胡元质免官一事，吴挺 “密劾”起了关键作用。然

从权力格局看，统兵之将 “得旨听制置司节制”。故时人称胡元质措置蛮事失当，加

罪理所应当，“但非吴挺所当劾耳”⑦。此事反映出制置使胡元质节制吴挺之无奈。

胡元质因吴挺弹劾罢官后，京镗、丘崈 ( 字宗卿) 先后为四川制置使。史载:

丘宗卿入蜀，即奏以为三屯远在西北，兵权节制必寄之于制司，朝廷事计当

然。今军帅狃于陵夷，反谓制司擅兴，违戾至此，岂不大失本意。乞下戎司具

析，仍责令遵守旧制。三屯颇严惮焉。宗卿所谓狃于陵夷，盖专指挺也。⑧

不难看出，对都统制弹劾制置使之事，丘崈要求坚持 “遵守旧制”，也即 “兵权节制

必寄之于制司”。在此制度下，“军帅狃于陵夷”，武将弹劾制置使，实属 “违戾”之

举，丧失制置使节制武将的目的，“大失本意”。丘崈之言及坚持 “旧制”之举，使
“三屯颇严惮”，起到了节制武将之效。

在吴挺去世后兴州权力变更中，丘崈再次起到关键性作用。史载，邱崈 “素以

吴氏世掌兵为虑”，其受命四川制置使时奏曰: “臣入蜀后，吴挺脱至死亡，兵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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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复付其子。臣请得便宜抚定诸军，以俟朝命”。吴挺去世，丘崈上奏， “乞选他将

代之，仍置副帅，别差兴州守臣，并利州西路帅司归兴元，以杀其权。挺长子曦勿令

奔丧，起复知和州，属总领杨辅就近节制诸军，檄利路提刑杨虞仲往摄兴州”①。之

后，中央任命张诏接替吴挺，危机得以化解。

我们看到，南宋任命的宣抚使、制置使，不时遭到武将的抵制，但中央始终坚持

这一策略。对中央任命四川宣抚使、制置使以制约武将之举，时人予以充分肯定:

“如箙中之矢，一矢既尽，一矢继之; 如笼中之药，一剂既投，一剂承之，更无仓卒

乏才之患。”② 从吴玠统兵始，至吴璘、吴挺主军兴州期间，南宋先后任命宣抚使、

制置使等对吴氏武将予以节制。如胡世将、郑刚中、汪应辰、虞允文、赵汝愚、丘崈

等，较好履行了节制吴氏武将权力的任务，在以兴州为中心的地区，既发挥吴氏武将

抗金固边的作用，又起到防治其势力坐大难制的目的。当然，也曾出现王似、卢法

原、胡元质等难与吴氏武将权势相抗衡之事。但诸如史籍记载王似、卢法原、邵溥与

吴玠等 “务私相胜”③、“不协”④ 等，一定程度上反映出当时并未出现武将 “独擅”

和难以应付的局面。因此，从制约吴氏武将权力角度看，这一时期四川宣抚使、制置

使的设置，基本实现了南宋中央 “以文驭武”的目的。与此成鲜明对比的是吴曦统

兵时四川宣抚使程松的表现。

开禧元年 ( 1205 ) ，程松任四川制置使。史载 “程松至，曦不庭参，松不敢诘;

曦复多摘取松卫兵，松亦不悟”⑤。吴曦献关外四州降金，求为蜀王。 “有告曦叛者，

松哂其狂。”及金兵攻取成州，守将弃关而遁， “松以书从吴曦求援兵，吴曦答以
‘凤州非用骑之地，汉中平衍，可骑以驱驰，当发三千骑往。’盖绐之也”。兵临大

敌，程松缺乏应变能力，被吴曦玩于股掌之间: “曦遗松书讽使去，松不知所为。兴

元帅刘甲、茶马范仲任见松，谋起兵诛曦，松恐事泄取祸，即揖二人起去。”⑥ 程松

在四川宣抚使任上乏善可陈，缺乏胡世将、郑刚中等临危受命果断行事和丘崈等坚持
“旧制”之勇为，其能力与素质还不及艰难维持局面的王似等人。从以上记载看，程

松无疑是最无能的四川宣抚使。吴曦之变，固然有多种因素，⑦ 但作为制约武将的宣

抚使没有起到应有的制衡作用，是一个重要原因。程松的庸弱无能，为吴曦叛变所利

用。这再次证明，南宋在兴州实施 “以文驭武”方略以防范武将势力坐大难制的深

层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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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结语

文臣知州与 “强干弱枝”是宋朝中央集权体制下地方行政运行中的基本国策，

是宋朝祖宗家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制度规定，是原则性的。南宋时期，兴州地处
与金蒙对峙的前沿地带，特殊的战略形势下，在兴州出现长时期武将知州的情况，这

是宋朝文臣知州一般规则下的一个反例。武将知兴州和兴州地域集团的形成，是宋朝
统一治国政策在特定时期和特定地域内的变通。这一制宜之策，对发挥边州地区的军
事防御功能有积极作用，乃宋朝国家政策在 “地方化”过程中的具体做法。这是制
度在地方的变异。从兴州地方行政运行的实际情形看，吴氏武将知兴州及兴州地域集
团势力的形成，使宋朝削弱武将势力、加强中央集权的国策受到严重的挑战，兴州地
方行政运行的实态有悖于宋朝治国之策的要求。对此，南宋通过设置四川宣抚使、制
置使等，分化和节制兴州地域集团的势力，以期实现 “以文驭武”之目的，这是南
宋对基本国策的坚守。学者的研究指出，宋代的 “祖宗之法”并非至高无上而不可
逾越，亦非一成而绝然不变，其内容既时而有所调整补充，但 “矫失防弊的原则始
终在相对稳定地发生作用”①。吴氏武将知兴州以及南宋 “以文驭武”的对策，无疑
是理解宋朝祖宗家法这一特征的又一例证，从中也展现出南宋中央与川陕地方之间权

力互动的演变轨迹。

本文于 2010 年 8 月在台湾召开的 “挑战与回应: 九至十四世纪中国史的演
变与理解”国际学术研讨会上宣读，得到邓小南、黄宽重、柳立言、戴建国等
先生的评议和指导。黄繁光、雷家圣等先生及匿名审稿专家也提出修改意见，谨
致谢忱。

本文为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国家制度的地方化过程研究: 以宋
代四川特殊化政策为例” ( 09XZS006 ) 、甘肃省高等学校研究生导师科研项目
( 1101-18) 阶段性成果。

〔作者何玉红，1977 年生，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副教授〕

收稿日期: 2010 年 11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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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邓小南: 《试论宋朝的 “祖宗之法”: 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 7 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
社，2000 年。


